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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

王春光

摘 要: 现有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市民化以及回乡等方面研究，基本上囿于非城镇化即回乡这

样的二元对立视角。事实上，在过去 40 多年，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

到乡城单向流动，又从乡城单向流动到回乡，目前则出现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即“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

又乡”。这里将这种新关系概括为“城乡两栖”，它具体表现在城乡两栖者的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

上，亦正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调研表明，城乡两栖者担

有融合城乡、振兴乡村的重要角色。因此，国家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乃至体制机制上应将城乡两栖者作为聚

焦对象，以缓解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缺人、缺资本、缺技术、缺市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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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话是一些朋友在会议上听这位市长大人讲的，没有具体的记录，这里作为听来的调查材料用，因此没有出处可
注。为此我还找了其他人做了印证，都说有这么回事。

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留在城市还是回归乡村的探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结论也各不相同:

有的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代际差异; 有的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在不同年龄有着不同

的想法、打算和筹划; 有的强调，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还是不愿意留在城市，等等。最近我们在研究

中则发现另一种可能的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会回到家乡附近的城

镇定居，或者回到村里，就业和生活处于 “城乡两栖”状态。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那么应归

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这对城市化、市民化和回归乡村、乡村振兴

政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研究的回望和评价

在过去 40 年，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数量之巨、时间之长，史所罕见，最具中国特色。
其背后蕴含社会意义之丰富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之复杂，不容易把握，但不得不去把握，由此成了当

代中国社会科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迄今依然有大量学者在孜孜不倦地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市民化或回归乡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维度和视角。之所以被称

为农村流动人口，是因为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后存在着被接纳、适应和融入城市的问题，从现状上还

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有关市民化的研究视角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

之初并未关注其市民化或者城镇化、城市化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

到，农村那么多人进入城市竟然会长期留在城市以至于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而只是认为他们是为了

进城找份工作、赚点钱贴补家用，将来会回到农村去继续扮演农民角色，以至于当时有位城市市长竟

然说出“农民工不好好待在农村而来到城市干嘛”这样的话。① 当时社会上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流

动人员称为“农民工” ( 打工仔、打工妹) 。这种社会氛围自然影响到了当时的研究关注点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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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研究集中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以及他们给城市社会秩序特别是就业秩序带来的挑战等

问题，① 而不是市民化问题。那时候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似乎会动摇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根基; 而市政当局对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的到

来，显得更加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习惯了计划体制时代静态的城市管理，从没有碰到如何管理较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的问题，那么多农村人口不打招呼、不请自来，在市政当局看来，这些人都是在 “无

序”流动，甚至把他们叫做“盲流”。一些当时的地方文件和报纸都有这样的歧视性说法。这里的所

谓“无序”，实际上就是指农村流动人口不是通过政府组织出来的，而是自发出来的，因而不是 “有

序”的。“无序”意味着是问题，管理不好，不好管理。“农民进城，从被视为 ‘盲流’加以遏制到

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② 那时的学术界有一些研究者还专门研究什么是农村流动人口的

“有序流动”以及如何做到“有序流动”等问题。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展开，农民工在城市求职就业被视为不利于国

有企业的改制，可能与下岗转岗工人争抢就业机会，所以，许多城市 ( 特别是一些超大城市) 先后

出台限制农民工就业的 ABC 政策。③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还发

明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新词。虽然在城市加大限制力度的情况下有一些农民工不得不返乡，

但并没有真正出现 “返乡创业潮”。④ 事实是，不久后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进城的又一轮大潮

( 民工潮) 。“虽然不乏回乡创业的生动案例，但调查结果并不支持 ‘创业神话’; 虽然很多外出者有

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⑤

即使这样，当时不论是研究界、政府部门还是农村流动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农村流动者要在城市里长

期居住，更没有预想他们会成为城市居民，大家基本上都以为他们就是冲着就业赚钱进城来的，不会

久居城市，终究会落叶归根，返回乡村。
1992 年，我在调查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时候，开始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如何在北京站住脚、如

何与北京社会整合在一起的问题。当时想到的整合还不是后来所讨论的市民化，而只是关于他们如何

通过一定的方式拓展商品市场、房租市场、生活消费市场，以及如何与北京居民、管理部门打交道等

问题。⑥ 1998 年后，特别是我在巴黎对温州移民进行为时半年的田野调查时，才突然意识到农村流动

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会不会面临着市民化问题，这就是后来我提出的新

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或农民工问题的前期研究基础。⑦ 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

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继而学术界开始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以及与之相对的农村流动人口

回归乡村问题。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这些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

着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而且有着更多的回不去乡村的障碍，但是城市又没有给他们提供融入机会

( 即市民化机会) ，这就是我后来提出的“半城市化”状态。⑧

最早讨论回乡还是进城问题的是白南生和宋洪远等人的课题组，当时他们还不是从市民化角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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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看，秩序和就业问题也属于市民化问题，但是，市民化不仅仅包含这些问题，有更广的涵义，而且首先
是能否变成城市居民并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前者又不同于市民化。
白南生、宋洪远等: 《回乡，还是进城?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年，第 9 页。
政府把工作划分为 A、B、C 三类，其中 A 类不准农村流动人口进入，B 类则先由城市居民选择，剩下来还有机
会，农村流动人口才可以进入，C 类则属于城市居民不愿做的工作，可以任由农村流动人口去做，它们基本上属
于脏累差险和收入低的工作。
参见崔传义: 《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 年。
白南生、宋洪远等: 《回乡，还是进城?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第 12 页。
王春光: 《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63 页。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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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进城”，更多地只是回应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一些回乡问题。① 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才开

始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且绝大部分的相关研究有一个总的基调便是: 农村流动人口应该

市民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市民化的研究呢? 因素很多，比如: 中国加入 WTO 就被要求城乡

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代际更替; 国家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农村流动人

口在城市遇到的种种不公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等等。接踵而来的问题是: 农村流动人口能不能市民

化? 什么状态才算是市民化? 如何才能实现市民化? 这些问题成为最近 20 年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关

注点，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因为市民化的内涵，通常是用社会融合来说明的，因此，学术界对社会融合给出了学术界定。但

是由于社会融合的概念外延太宽泛，因此界定差异很大。② 但不管如何，这些定义至少表明社会融合

有这样一些共同要素: 涉及不同群体、个体的参与; 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 一个特殊群体融入主流群

体的过程; 其目标是实现与主流群体相似的文化生活和资源获得机会; 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 不外乎

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方面) 。③ 大部分研究表明，农村流动

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并不理想。虽然他们的社会融合水平有所提升，但在各个地域的社会融合程度

不高，并存在着明显差异，且在各维度上的表现也不均衡。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有

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及社会资本等，④ 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一系列与其相关的教育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医疗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⑤ 农民工问题背后是一整

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正是这些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其社会融合。⑥ 当然，农村流动人

口也会理性地选择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资本来帮助其社会融合。⑦ 不管如何，现有研究都

已经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市民化倾向和需求，但是在社会融合上却碰到相应的各种障碍。⑧

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从原来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限制、制约转向引导他

们市民化和城镇化。2005 年，国务院研究室专门组织课题组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专题政策调查和研究，

指出， “我国涉及农民工 (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 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从 ‘自由迁移’到 ‘严格控

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 ‘积极引导’三个发展阶段”。时任

研究室主任的魏礼群在给该书作的代序言中指出，“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就不会

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⑨ 中央文件也明确指出，农村流动

人口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由此社会上改变了以前对他们的负面看法。十八大以后，特

别是 2014 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提出新型城镇化目标，其中就有三个

“1 亿”人口的城镇化内容，包括将 1 亿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城市化、市民化。2019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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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23 页; 穆光宗、江砥: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含义、测量和路径》，《江淮论坛》2017 年第 4 期，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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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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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华: 《对外来常住人口社会融合条件与机制的思考》，《人口与发展》2009 年第 1 期，第 43 页; 薛艳: 《基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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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 《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体制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 年第 4 期，第 26 页。
王春光、Jean Philippe BEJA: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第
106 页; 赵延东、王奋宇: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 年第 4 期，第 15
页。
参见刘传江、徐建玲等: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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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提出 “加快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规定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

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

数占主要比例。由此可见，最近几年国家在城镇化政策上有了实质性的变革，为农村流动人口在 5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市民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就愿意市民化，且容

易市民化呢? 他们真的会走上城镇化不归之路吗? 是或不是的原因、社会影响何在呢? 笔者将结合乡

村振兴问题，再次审视白南生、宋洪远等提出的进城还是回乡问题，并提出 “城乡两栖”的解释

视角。

二、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两栖的转向

在城镇化 ( 或城市化) 的研究脉络中，市民化是必须的环节，凡是不能完成城镇化或市民化的

农村流动人口，就只得回归乡村。对此，我曾提出“半城市化”概念，① 对城镇化理论做出了一点补

充。其意为，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既不能实现城镇化、市民化，又不愿离开城镇回归乡村，于是便有

了半城市化现象 ( 有人改为半城镇化，意思一样) 。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都处于这种境遇。最近我们

在调查中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既不完全是城镇化，又不完全回归乡里，或者说既城镇化

又回归乡村。我将之称为城乡两栖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8836

万人。其中，到本乡镇外就业的农民工有 17266 万人; 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有 13506 万人。这

么多农村人口在流动中就业和生活，世所罕见。按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 》的规定，

到 2020 年，要实现 1 亿非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到本乡镇外就业的

17266 万农民工中，有 1 亿将获得城镇化。即使到 2020 年确实有 1 亿农村流动人口实现了城镇化，那

么还有 7266 万人何去何从? 现实并不如规划那么乐观。在我们接触到的进城农村流动人口中，绝大

多数都没有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下去，年纪稍长者在这方面的比例更大一些。他们之所以想获得市

民权利，最主要的考虑是想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其次考虑的是不需要经常受到管理部门的干扰以及

一些不合理政策的区别对待。但是，一旦讨论到是否考虑长期定居在流入地城市，他们都会说，自己

已经或正计划在老家的县城或中心城镇买房子。
一个在上海打工 20 多年的安徽农民工，现在上海开网约车，月收入 1 万元以上。他女儿生在安

徽农村，后来随他来到上海读书，现就读于上海某重点大学社工系。他妻子在上海市区的一家超市工

作，每个月也有 5000 多元收入。而且他缴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按规定，他们一家应该可以

争取到上海市民身份。但是，他的回答出乎预料: 他说他马上 60 岁了，再干几年，等女儿大学毕业

找到工作，他们夫妻准备回到老家，住在县城的商品房里，同时打理村里的田地，给自己种点食物。
他之所以不选择在上海养老，是感觉上海没有老家那么自由舒适，各种压力都很大: 上海生活费较

贵，自己又没有买房子，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空气又不好，出门人又多等等。当然，

让他们牵挂的还有农村的住宅、田地等，他总觉得完全放弃，还是有点可惜，那毕竟是祖先留下来的

家业。
与此同时，笔者还调查过一群从 80 年代来到北京从事制造和商贸的农村流动人员。他们赚了不

少钱，在北京购置了豪宅，算是定居了下来。他们的子女或者承接了父辈的生意，或者当上了公务

员，或者在事业单位谋了一份职位，成家立业，有的甚至跟北京居民结婚，自己也成了北京居民，可

以说已经在北京完成了城市化。但是，这些 80 年代进京的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并未长期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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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他们大都回到老家乡村，或自建豪宅，或在老家附近城镇购置商品房等。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

在老家度过，主要社会交往圈和活动也在老家，有的还当上了村干部，或被推为县政协委员或县人大

代表，春节时就曾出现将北京商会搬到老家开年会的情况。由于他们不只是个别人，而是一群人，因

此这里没有单独地列出某人，而是就这群人来讨论他们的现状: 一方面他们在北京获得了合法的市民

身份，持有北京户口，或者至少他们在北京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北京社会有了深度的接触和融

合，因此有较高的市民化水平;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老家的农村居民，甚至还参与村庄的选举和

公共事务，长时间生活在老家，不仅依旧把自己当作村里的居民，而且村里的其他人也这么看待。所

以，这类现象与通常所理解的城市化或回归乡里有明显的差异。
现有的研究视角不足以解释这两个案例。在流入地，他们有着较好的城镇化和市民化状况，并不

是半城市化; 同时，他们又回归乡里，不少人在乡村还相当活跃，但是，又不能说他们完全回归了乡

里。那么，在现有的社会分类中，他们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在流入地是农村流动人口吗? 显

然不完全是。而他们在老家的村里又是十足的回归者吗? 事实上他们又没有彻底回归，不仅他们的子

女在流入地居住、生活和工作，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流入地有很好的立足条件和资格。所以，这里把他

们归为“城乡两栖者”。对他们来说，现有那种“非农即城”的二元政策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他们

的生活趣向、身份归属空间不再限于一城一地或者一村一地，而已跨越传统的城乡边界和区域边界。
在农村流动人口中，以上两个案例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其他许多流动人口没有他们那样好的城镇

化条件 ( 稳定职业、较高收入、子女上大学、拥有商品房等)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农村流动

人口在城市融入上，既有政策和制度性障碍问题，又有结构性问题。① 政策性和制度性障碍在城区

500 万以下常住人口的城市正被逐渐破除，对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也将会减弱，但是，这里所

说的上海和北京两个超大城市依然有坚固的政策和制度性障碍，而且即使在正在逐渐减除政策和制度

性障碍的城市，由于长时间受到政策和制度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城市

化能力，政策性和制度性制约已演变为结构性问题。在变化迅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流动劳动

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基本上跟不上变化的节奏，他们的就业出现趋于低档化、边缘化的态势，即

使其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与上世纪 80、90 年代乃至本世纪初不同，农民工不再清一色是年轻

人，而有越来越多的 55 岁以上的老年人 ( 从年龄上不算老，但是对干累活而言，年纪偏大) 活跃在

城市建筑工地、市政园林场所和保安等领域，有的年龄都超过了退休年龄，依然在城市各个角落干着

脏累差的工作。即使政策让这些人实现城市化、市民化，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与此同时，年轻的农

民工则不愿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干脏、累活，更偏向于在相对轻松的服务行业就业，而不是脏、累

些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虽然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方面已经市民化，但不具备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经济

条件。因此，他们在城市务工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回到老家生活。由于老家生活的商品化程度越来

越高，更重要的是外出务工已是流行的风气，让他们越来越觉得不外出打工，就越难以在农村生存，

更谈不上体面了。比如，现今农村流行着这样一种高支出的婚配风俗: 在农村，女青年找对象，有一

个基本条件就是对方要在城镇拥有一套商品房，否则一切免谈，就像上世纪 80 年代没有手表、自行

车、收音机三大件，啥都别谈一样。所以，在城镇购置商品房，成为男青年得以结婚的前置条件，不

论是男青年自己还是家长都想方设法赚钱在城镇买房子。所以，不少年轻男人加入外出打工大军的一

个目的或者任务就是赚钱回到老家的城镇买一套商品房，甚至他们的父母依旧在外面务工，也是想帮

着儿子购房娶媳妇。
另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或者他们在老家的留守孩子，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

方面都存在着明显不足的条件，制约了他们的城镇化能力。这种情况首先是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因素造

成的。尽管中央政府从 2001 年开始不断强调解决流动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提出 “两为主”政策

(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但在实施过程中，流入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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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者消极对待、不作为，或者设置了一些具体的高门槛，或者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差的学校、
差的班，让他们感受到不公对待等。不少进城农民工由于达不到城市的政策要求，便把子女送到私人

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有关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情况，有不少研究者用威利斯的 “小子文化”进行了

调查和研究，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是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孩子们基本上不重视教育，而是把在学校上学当

作打发日子。①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随其父母当起了农民工，成为农村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好一点的

学生能考入职业学校，学一点技能，比父母在城市的生存能力会强一点。不管怎么说，农村流动人口

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不足，会在代际上得以体现，成为一些结构性因素。
假设城市化、市民化是“向右”，那么回乡则是 “向左”，而城乡两栖则是 “居中”。有不少农

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难以城市化、市民化，但是，他们并不完全向左，而是回到家乡所在地区的城镇

定居。即使回到农村 ( 向左) ，也会把附近的城镇拉入其生活、就业和交往圈。他们需要城镇化，因

为他们在长期的外出过程中，习惯了甚至喜欢上城市生活方式，认识到乡村给不了他们城市生活的感

受、机会和精神。但是，乡村又有一些他们舍不得放弃的东西: 房子、土地、乡情等等。我们的研究

表明，当前农村社会分层中一个新的趋向是农村兼业阶层在壮大，特别是以非农为主的兼业人群增加

更快。② 驱使农村劳动者从事兼业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是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是农业劳动和生产不足

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生活开支压力。农村生活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几乎不存在完全自给自足的现象。
在过去的 5 年中，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从 2014 年的 79. 92% 增加到 82. 94% ，其中居

住消费占比 ( 从 2014 年的 21. 03% 增加到 2018 年的 21. 95% ) 、交通通信消费占比 ( 从 2014 年的

12. 08% 增加到 2018 年的 13. 94% ) 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 ( 从 2014 年的 8. 92% 增加到 10. 23% ) 增长

较快。③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越来越趋向重商重利，合作互助在弱化，过去邻里互帮互助基本上让位

于花钱请人干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农业劳动基本上无法满足

这一需求，唯有去做些非农工作，才能缓解生活经济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上了年岁的农民在

从事农业生产之余，还会去打工，或者做点小买卖，有不少人就在附近的城镇谋了一份非农工作。另

一个因素是，这几年，有不少外出务工经商了一段时间的农村流动人口确实开始回流，他们中不少人

回流选择的地方是家乡的小城镇或县城，还有一些确实回到村里。那些在家乡的城镇定居落户的人除

了继续从事非农劳动外，能够就近照料他们在村里的事务，还可以重新种植一些农作物，也更方便照

顾生活在村庄的老人等。那些直接回到村里的曾经外出者，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们也会在周围的城镇

做一些非农的活，甚至做一些小买卖生意等。他们过着乡村与城镇两头兼顾的生活。
我们在西部某县就感知到以上所说的变化———回到家乡小城镇定居，或者在村里定居在城镇打工

经商。我们调查的一个乡距离该县县城比较偏远，那里的中青年以前都到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

区打工经商，但是在最近 10 年中，陆续有人从沿海回到了家乡的县城，在那里做水果生意。随着该

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来，对水果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个乡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

到县城，做起了水果生意。于是，这个乡的人几乎垄断了县城大部分水果生意，还成立了同乡会，一

方面用来调解老乡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常为自己乡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其他帮助。
由于该乡适宜多种水果种植，因此，这些在县城经商的人也喜欢销售自己家乡的水果，甚至有部分人

回到家乡流转山地，种植水果，自种自销。从 2013 年开始，国家在当地开展精准扶贫，那些回到县

城定居的外出者纷纷加入精准扶贫实践。当地政府推进的一个扶贫项目是解决建档立卡户的危房问

题，但是许多非建档立卡户的房子也并不都是非危房，所以，政府仅仅考虑为建档立卡户维修改造危

房，其他村民就不高兴，于是政府放宽了政策，让非建档立卡户也享受维修改造。那些在县城定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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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水果生意的外出村民纷纷回到村里，申请对他们的老房子进行改造和维修。他们之所以有如此要

求，不仅仅是觉得老房子也是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一些时间要回到村里居住。特别是那些还在

村里种植水果的人，更愿意修理好老房子，便于生活居住。我们看到，该乡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按照城

市的标准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安装了水电设备、宽带网、淋浴设施，有的还建了化粪池，改造了

厕所。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情况在较多农村人口外出的地区具有普遍性，即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

了回到家乡的城镇，过着城乡两栖的生活。国家在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中另一个 “1 亿人”城镇化就是

就地城镇化，回到家乡的城镇定居就业就属于这个范畴的城镇化。但是这些人又不是完全脱离乡村，

而是与乡村的连接更紧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就是城乡两栖者，而不仅仅是城镇的居

民。这一现象生动再现了费孝通教授上世纪 80 年代对小城镇的描述: “小城镇是城市的尾巴和乡村

的头”，① 城乡两栖者正是这个“尾巴”和“头”的连接者。

三、新的城乡社会形态与乡村振兴

在人口流动中，有一种循环式移民或流动 ( circular migration) 或非永久性迁移的人，也就是说

他们经常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来回就业和生活，没有在迁入地做永久居住的打算。② 上文中笔者提

出的城乡两栖者似乎属于这种循环式迁移者，但实际上又与循环式迁移者有不同。一个明显的不同

是，城乡两栖者把迁入地和迁出地都作为自己永久的居住地，这里的前提是两地的距离不远，都在他

们日常活动的便捷触及范围内。城乡两栖者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迁

———城乡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非城即村或者非村即城的二元关系，而是趋于混合、交融和超越的关

系。③ 用当前最时尚的话说，出现城乡融合现象，这就是新的城乡社会形态。
从城乡二元分割到乡城流动，再到现在回流和城乡两栖，似乎走了一个轮回。但是，这不是简单

的回归，而是经历了 40 多年发展基础上的一种螺旋式的高层次的轮回。学界都在讨论乡村空心化、
空壳化的问题，认为乡村出现了衰败迹象。但是，计划时代农村人浮于事、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
普遍贫困等状态也并不是发达、兴旺。人口外出对乡村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是乡村并没有因此停止发

展脚步。目前的问题是乡村发展跟不上城市，越来越被城市甩到后面，因此，乡村确实需要新的发展

动力。中央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正是顺乎整个城乡关系变迁轨迹的决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村的投入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是通过新农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农村还是留不住人，特别是留不住年轻人，原因不在于农村发展

停滞，而在于城乡发展差距 ( 不仅仅是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整体条件、环境和资源、机会) 还在

不断拉大。如果没有年轻人，那么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在现行条件下，农村又不可能短期内很快吸

引大量劳动力参与乡村振兴。为此，中央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的两个融合: 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

乡融合。这两个融合正好与城乡两栖者现象不谋而合。这里提出的融合有两层涵义: 一是与过去的城

乡分割不同，乡村振兴不仅仅使得乡村得到发展，还体现在城乡融合上，也就是说，城乡融合本身就

属于乡村振兴本意范畴，是后者的内在要求和涵义; 二是，乡村振兴需要依靠城乡融合和一二三产业

融合来推进，仅仅靠乡村内部和第一产业是实施不了乡村振兴的，所以，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动力

机制。
城乡两栖者正体现了城乡融合规律的要求。乡村振兴需要有人到乡村去，主要需要一部分农村流

动人口返回乡村。这部分人不应只是上年纪的，更应该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时，虽然国家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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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进行了实质性调整，但是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依然难以实现市民化，融入到城市社会，因

此，回到老家就近城镇化则成了必选之项。城乡两栖者具备了城乡融合之特质: 从经济、生活方式、
社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兼具城乡之要素。他们既可以保留着农村的土地、房产，甚至还可以盘活这些

资源，又可以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通过打通和融合一二三产业，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在生

活方式上他们既享受着城镇的繁华和现代，又可以体验乡土芬芳和传统安宁。在城乡之间来回，他们

既可拓展社交圈，又不会丢失乡邻亲情; 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也能兼顾和融合现代和传统。如果有越来

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了这条城镇化之路，成为城乡两栖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能解决乡村振兴面

临的人口短缺问题，可以解决城乡融合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缺乏契合点的问题。所以，国家在推进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应该把 “城乡两栖者”作为政策重点对象来考虑，为他们更好地发挥 “两栖”的

功能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而不应把他们仅仅视为城镇化人口来对待。

The Third Way for Urbanization: Ｒesiding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Ｒural Areas

Wang Chunguang

Abstract: All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urbanization， citizenization and returning home of the 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based only on the dualistic opposite perspective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B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has been changing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from the dualistic division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o one-way flow from the rural to the urban， then to the returning home， and now to
the resid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his latest state is reflected in peoples lives， employment，
their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views and so on． This phenomenon corresponds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with the urban and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u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residence b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with the rural． The national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he
resid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nd resolve such problems as the lack of the labor resources，
techniques， capital and market．

Key words: the 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iding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urbanization， citizenization， circular mobility

( 责任编辑: 曹玉华)

68


